
10 月 17 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

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

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 2

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有 2000 余

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

陈毅、叶剑英、王震等应邀参加。 会前，他

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 晚会请务必

出席。

在休息室里， 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

战备疏散的决定， 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

地点。 他还嘱咐他们一定要带夫人去，原

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 则是单独通知

的。

10 月 15 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

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 说：“北京要紧急

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

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

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

沉思良久， 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

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

忙，何苦再牺牲你……”

17 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

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 把刘少

奇转移到外地休息，到开封。 ”卫士进卧

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 护士

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

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休息。 ”刘扭头

不看。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

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

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 ”

经过个别调整 ，董必武 、朱德 、李富

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

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 ，

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

聂荣臻去邯郸， 刘伯承去武汉 （后转上

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

（后转桂林）， 谭震林去桂林， 陶铸去合

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

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

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至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

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 ，全部上缴；各

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

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

许重返北京。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 何长工去

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

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

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

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 宋任穷去盘锦

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

成芳等 6 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 突然来了

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个谈话，宣布军

委办事组的决定， 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

北京去外地， 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

的地方。 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

片混乱之中。 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到四

面八方。 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

商量的余地也没有。 大家面面相觑，心情

都很沉重， 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

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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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军压境

1969 年在京中央领导人紧急疏散

1969 年 3 月至 8 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

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

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

我国开展了防范苏联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

央领导人的工作。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 1969 年 3 月初开始， 全国战备紧

锣密鼓开展起来。 3 月 4 日，《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联合发表社论 《打倒新沙

皇！ 》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

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 我们都要把你

们坚决彻底全部消灭。 ”

到 8 月 28 日，经毛泽东批准 ，中共

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

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 充分做好反

侵略战争的准备， 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

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命令还要求立即

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

实行归口大联合， 坚决执行“七二三布

告”（7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

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

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 ，绝对不

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 要坚决镇压反

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

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 武斗和打砸抢

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从 9 月至 12 月， 疏散大中城市人

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

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干部以及

北京主要单位、学校的职工，被紧急疏散

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 如黑龙江黑

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

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疏散

至农村。

许多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 北京大

学的师生一部分被疏散到汉中， 一部分

被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 北师大的师生

被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 中国科技

大学迁往合肥； 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

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

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 后迁到陕西甘

泉。

离开“牛棚” 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

席、 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

慌乱， 一些在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

搬往外地。 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

购了大量的家具。 我把各家的人叫了来，

把大衣柜 、樟木箱子 、书架 ，马 、恩 、列 、

斯、 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

下。 ”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

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犹如逃难的

难民。 ”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

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

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

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 统统迁往农

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 ；把各

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 、文件、珍贵资

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

10 月 14 日，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

共中央发出通知， 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

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 10 月 20

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通知说：“为了适

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应付苏修社会帝

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

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

办公，由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

东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 林彪到

苏州负责战备。 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

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同日，毛泽东离

京去了武汉。

1970 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 毛泽东

于 4 月 27 日返回北京， 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

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

病需回京治疗于 1970 年返京以外， 其他人在

1971 年至 1973 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

人，于 1970 年 7 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

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

即刻返京； 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 年秋谷牧奉调

回京；1971 年 4 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 6 人于 1973 年 4 月

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

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

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

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 于 1970 年至 1972

年间先后回京治疗。 陈毅于 1970 年 10 月 21 日回

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

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

1972 年 8 月 1 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

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 5 年多

了， 我总想有一个机会， 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

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1973 年

1 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 1972 年 12 月 26 日毛泽东生日那

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

并对过去作了检讨， 毛泽东接信后， 迅速指示办

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次年年

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 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

予工作。 ”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 而刘少

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

没能返回北京。

1969 年 11 月 12 日和 30 日，刘少奇、陶铸在

离京的第 26 天和第 43 天， 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

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 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

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 年 2 月， 徐海东患

了肺炎。 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 月 25 日病逝。 张闻

天于 1972 年、1973 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

请求返回北京。 1974 年 2 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

结束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

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予到全国各地参观、学

习的机会，1975 年 4 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 ，

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 6 月 9 日，

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 8 月，张闻天迁居无锡。

（据人民网）

10 月 17 日、18 日， 在严密的戒备下，

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 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

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

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

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

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他两天之内

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

主席的命令。 ”

21 日，陈毅离京（原定 20 日离京，因

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

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 日，邓小平离京。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 是被

押送至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

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

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

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 我的卧铺对面

是 8341 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们

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晚上，我在床上动一

下， 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 后来我听

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

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 在火

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

董必武 、朱德 、李富春 、滕代远、张鼎

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

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

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

区域内活动， 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

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

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

过‘桥头警戒线’， 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

了。 ”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 在附近的一

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上半天班。每日上下

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

看守他居住的大院。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

给汪东兴写信， 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

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邓小平严格遵守

规定， 不与外人接触，1970 年 2 月写信汇

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

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 绝没有同

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

秦基伟等 6 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

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

动，他们 6 人被分到 6 个连队，规定相互间

不准往来。 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

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

完全被打入了另册。 我想订两份报纸，不

行。 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 家里来

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

律抹去。 1970 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

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

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

想，革命几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了。”

老同志被沿京广线安排

处在审查期间的高干

无异于被“发配”

刘少奇、陶铸身死疏散地

1969 年，珍宝岛地区的解放军边防战士在巡逻。


